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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李埏先生诞辰百年，我们怀着景仰之情

和敬畏之心，共同追忆先生不平凡的世纪历程，缅怀先生为云南大学和我国学

术界建立的学术丰碑，并从中汲取思想智慧和人生启迪。

先生诞生于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早年兼受私塾旧学和近代新学教育。１９３８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旋因抗战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

系。在联大就读期间，因其超凡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成果，为吴晗先生介绍加入

中国史学会，成为该会当时仅有的两名学生会员之一。１９４０年西南联大毕业

后，先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习，随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１９４３年

受云南大学聘，执教一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直至２００８年

５月１２日辞世。先生毕生致力于唐宋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

史的研究，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 “土地国有制派”的代表人物和中国商品经济

史研究的奠基者，被学术界誉为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者。

先生既是一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更是一位精神导师。他的一生，经历了炮

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解放后的上山下乡、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

放的社会变革，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同行，与中国学术共命运。期间经历无数

困苦与磨难，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云大 “三家村” “四家店”

典型，备受摧残，几近绝地。但先生始终不改学术报国、育人兴教初衷，一心

一意扑在衷爱的教学科研上。先后撰写了 《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古代

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合撰）、《〈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合

撰）、《〈滇云历年传〉点校》、《不自小斋文存》等专著。他常常讲：一个人在

处于逆境的时候往往能够坚持下来，但处于顺境的时候容易发生动摇。因为处

于顺境的时候遇到的诱惑实在太多。强调人生贵在坚持，学问贵在坚持，始终

坚守人生信念，矢志不渝。１９８５年，在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先生以

梁任公 “战士死于沙场，教师死于讲座”名言以自励。同年，先生以７２岁高龄



入党，实现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几十年夙愿，在 《预备期的回顾》一文中，

先生豪言满怀地写道：“在共产党员的字典中，无 ‘老’之一字。”抛却迟暮之

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教学科研，写下大批精品力作。１９９２年，在云南大
学为先生举行的从教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先生谦称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说颇

感欣慰的是，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一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所钟爱的教育

和学术事业，自己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这是何等的谦逊，

何等的品格，更是一种境界与情怀。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这就

是成就，这就是伟大。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教

师的神圣职责。这是先生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

财富。

先生治学，早年致力于实证考据之学。建国后，服膺马克思主义，潜心钻

研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那时，先生每天清晨起床后擦一下脸，第一件事就

是攻读马列，少则半小时，多则四五十分钟，一本又一本马列原著被他通读了

一遍又一遍。他不轻信、不盲从，而是力求把握其精神实质，加以灵活运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在撰写 《略论唐代的 “钱帛兼行”》一文时，文末曾

引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一句话，原中译文为：“生产越是发展，货币财产就

越是集中在商人的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特别形态。”联系前后文马克思的

分析，先生认为 “生产越是发展”一语应为 “生产越是不发展”。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提出此问题极容易与篡改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是要冒相当大风险

的。为此，先生请教了一位研究 《资本论》的资深教授和一位外语系的老专

家，他们均不置可否。尽管如此，先生仍相信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并在引文

中大胆加上了这个重要的 “不”字，并对翻译的错误加注说明。论文刊出后，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立即给 《历史研究》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指

出先生的见解是对的，证实中译本确实漏了一个 “不”字，虽然只是一字之

差，但会 “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并建议中译本出版处重视这个字，加以

改正。１９７５年，先生又发表 《试论历史局限性》一文，针对大有来头的 “无限

拔高”和 “不应写历史局限性”的谬论发表不同意见。为此，先生遭到无情围

攻，险遭不测，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著名历史学家、理论家苏双碧先

生曾评论说：“李埏先生很熟悉马克思主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很自

如，这是他的学术著作见解深刻、新颖的重要原因之一。”先生是一位真学、真

懂、真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有像先生这样的一大批学者，才巨大地推动

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回答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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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先生是我国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造就人才。先生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始终致力

于传道、授业、解惑。他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强调教师既要教书，更

要育人，身教重于言教。他从不将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有机的

整体，不断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新的教学内容，以新思想、新观点、新内

容启发人、教育人、影响人。先生一生长期讲授 《中国古代史》《宋史》《中国

古代经济史》等课程，先后编写了 《中国封建经济史专题》《唐宋经济史》《宋

代史稿》《唐宋社会的等级分析》等讲义和教材。这些讲义和教材，充满新知

新见，充满思想与智慧，既是重要的教科书，又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专著，

以智启人，以文化人，让人春风化雨，受益终身。

大学离不开学者，也离不开学科。先生是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１９８２年，先生创建了云南大学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这是国内
第一个中国封建经济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建室伊始，先生以如椽之笔写下了

《我爱公孙树》一文，将研究室喻为一株爷爷植树，孙子吃果的小苗。１９８５年，
先生又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重点学科。２０００年，在先生的倡议和领导
下，又成立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史研究中心之一。

回顾先生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

奉献给了云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正是有像先生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

云南大学在云岭大地谱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壮丽诗篇，生机盎然，繁花似锦。此

时此刻，我们深切缅怀每一位为云南大学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先贤！您

们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传之于世，传之于人；您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

人奋发努力，开拓前行。

当前，云南大学正在努力建设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这

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老一辈云大人的美好愿望。见贤思齐，薪

火相传，我们将继承老一辈的精神，沿着老一辈所开创的道路，不断将云南大

学的建设与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３·

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上　编

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 李　埏 （３）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选精”、“集粹”与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李伯重 （２１）
iiiiiiiiiiiiiiii

中国古代 “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林文勋 （３８）
iiiiiiiiiiiiii

叶适理财思想述评 吴　松 （４８）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宋代城市化问题研究 吴晓亮 （５４）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多样形态与通用话语：宋朝在朝贡活动中对 “四夷怀服”的营造 黄纯艳 （７２）
iiiii

从宋代交引茶制看传统社会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孙洪升 （８５）
iiiiiiiiiiiii

论宋代茶利的几个问题 黄纯艳 （１０２）
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北宋商税 “旧额”时间再考 李景寿 （１２０）
iiiiiiiiiiiiiiiiiiii

从 《夷坚志》看宋代商业信息的传播途径 唐国锋 （１３１）
iiiiiiiiiiiiii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 “士商对流”的出现 冯　芸 （１３７）
iiiiiiiii

近３０年来宋代买扑制度研究综述 杨永兵 （１４３）
iiiiiiiiiiiiiiiiii

宋代政府市场管制制度演进分析 尹向阳 （１４９）
iiiiiiiiiiiiiiiiiii

试论宋代信用票据市场的构成 缪坤和 （１５８）
iiiiiiiiiiiiiiiiiiii

南宋杭州娱乐市场分析 龙登高 （１６７）
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宋辽贸易战论析 刘　欣 （１８６）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从 “钱楮并用”到 “银钞相权”

———宋金元时期传统中国的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 （１０２４—１３５３） 王文成 （１９７）
ii

两宋的农村专业户 许惠民 （２０９）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１·



宋代乡村户之生活程度析议 谷更有 （２２４）
iiiiiiiiiiiiiiiiiiiii

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 张锦鹏 （２３５）
iiiiiiiiiiiiiiiiii

宋代牙人与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黎志刚 （２４４）
iiiiiiiiiiiiiiiiiiii

北宋衙前考述 顾士敏 （２５６）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 张锦鹏 （２９７）
iiiiiiiiiiiiiiiii

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控制 田晓忠 （３０５）
iiiiiiiiiiiiiiiiiiiii

再论宋代贫富分化与政府治理 钟金雁 （３１１）
iiiiiiiiiiiiiiiiiiii

宋代水事纠纷与诉讼 高　楠 （３１８）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两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 许惠民 （３４７）
iiiiiiiiiiiiiiiiiiiiii

宋朝四川地区交通的几个问题 李桂英 （３６８）
iiiiiiiiiiiiiiiiiiii

竹与宋代社会经济 廖国强 （３７５）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论宋代徽州山区经济发展 何　姣 （３９０）
iiiiiiiiiiiiiiiiiiiiii

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士族的更新 邢　铁 （３９７）
iiiiiiiiiiiiiiiiiii

宋代 “富民”的学缘网络

———从 “子当读书”谈起 高　楠 （４１２）
iiiiiiiiiiiiiiiiiii

父兄的叮咛———宋人 “字说”解析 刘　欣 （４２５）
iiiiiiiiiiiiiiiii

析宋夏横山之争 贺笃照 （４３３）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下　编

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 李　埏 （４４１）
iiiiiiiiiiiiiiiiiiii

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李伯重 （４４７）
iiiiiiiiiiiiiiii

试论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 武建国 （４６３）
iiiiiiiiiiiiiiiiiiiii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 林文勋 （４７１）
iiiiiiiiiiiiiiiiiiiiii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 李　槐 （４８０）
iiiiiiiiiiiiiiiiii

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 吴　松 （４９７）
iiiiiiiiiiiiiiiiiiii

从家产继承方式说我国古代的所有制形式 邢　铁 （５０５）
iiiiiiiiiiiiiii

从家训看中国传统家庭经济观念的演变 杨华星 （５１８）
iiiiiiiiiiiiiiii

“高利贷”：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

———对 “高利贷”一词的辨析与思考 黎志刚 （５２７）
iiiiiiiiiiiiii

从 “半两”到 “五铢”：秦汉时期铜钱流通的兴衰 王文成 （５３８）
iiiiiiiiiii

·２·

李埏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

———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戴顺祥　邵　兰 （５５１）
iiiiiiiiiiiiii

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吴晓亮 （５５９）
iiiiiiiiiiiiiiii

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 戴顺祥　邵　兰 （５６９）
iiiiiiiiiiiiiiii

唐宋时期从 “村坊制”到 “城乡交相生养” 谷更有 （５７４）
iiiiiiiiiiiii

基于博弈论的 “不抑兼并”土地制度分析

———以唐宋农地制度的演进为视角 于干千 （５８３）
iiiiiiiiiiiiiiii

唐朝两税三分制财政改革与地方政府农业经济职能 侯江红 （５９５）
iiiiiiiiiii

论唐代弱势群体的赋役政策 武建国　康春华 （６０６）
iiiiiiiiiiiiiiiii

论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 廖国强 （６１６）
iiiiiiiiiiiiii

唐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形成 肖建乐 （６２３）
iiiiiiiiiiiiiiiiiiiiii

明清时期的茶叶生产形态探析 孙洪升 （６３２）
iiiiiiiiiiiiiiiiiiii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王燕玲 （６４７）
iiiiiiiiiiiiiiiiiiii

试析明清社会对 “富民”作用的认识 陈碧芬 （６５４）
iiiiiiiiiiiiiiii

明代松江学派的开放式经济伦理 黄海涛 （６６１）
iiiiiiiiiiiiiiiiiii

论 “富民”阶层与明代一条鞭法的关系 董雁伟 （６７１）
iiiiiiiiiiiiiii

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 龙登高　林　展　彭　波 （６８２）
iiiiiiiiiiiiiii

封建政府强约束下的清代手工业产权制度 汪　戎 （６９６）
iiiiiiiiiiiiiii

试析清代对民间市场的法律保障 李建军 （７０６）
iiiiiiiiiiiiiiiiiii

南京国民政府的市场管理与市场经营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刘兰兮 （７１１）
iiiiiiiii

两汉时期云南商业发展探析 秦树才 （７２４）
iiiiiiiiiiiiiiiiiiiii

试论唐代云南的手工业生产和产品交换 杜　娟 （７３１）
iiiiiiiiiiiiiiii

元代云南特殊币政及其原因分析 赵小平 （７４０）
iiiiiiiiiiiiiiiiiii

明代云南的政区治所市场 成文章　陈庆江 （７４８）
iiiiiiiiiiiiiiiiii

清代前期的云南对外贸易 吴兴南 （７６０）
iiiiiiiiiiiiiiiiiiiiii

清代云南商人资本的运动 刘云明 （７６７）
iiiiiiiiiiiiiiiiiiiiii

滇越铁路对红河地区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范淑萍 （７７４）
iiiiiiiiiiiiiii

民国时期云南茶商及其经营特点 杨志玲 （７８０）
iiiiiiiiiiiiiiiiiii

云南土司制度发展与嬗变的制度分析 罗　群 （７８６）
iiiiiiiiiiiiiiiii

作者简介 （７９７）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３·

目　录　 　



上 编



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

李　埏

一、唐代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

隋唐之际爆发了空前剧烈的农民战争，使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皇室、贵族、官僚、士庶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许多被他们占有的土地和劳动人手，摆脱

了旧有的主属关系，成为无主荒地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诚为马克思说的，既是一

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不可能自行分配这些土地并获得它的所有权 （即使是地主，

依法也不可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早已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它既保障了个体的土地所有，

也限制了个体侵犯别人的所有。因此，这些无主荒地的所有权，按照传统，仍然是归封建

国家继承①。李唐王朝的胜利，结束了农民战争，重建起封建秩序。一切不属私人所有的土

地都落入它的手中，它因而有条件在全国实行均田制度。所谓均田制，乃是土地国有制在

这期间的具体形式。它利用国有土地一方面作为等级特权，授予贵族和官僚享有；另一方

面作为剥削手段授予无地和少地的凡庶耕种。这项制度的施行，诚如统治者的期望，确保

了封建国家的租调课役；同时，也适应社会经济的要求，使小农的个体生产获得发展。小

农个体生产的发展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均田 “先无后少”②，以公田补小农耕地

之不足，把许多农民提高到自耕农的景况。这就使唐朝这个封建国家强而有力，能够高度

地发挥其国家职能：消除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举办许多有益事

业，如兴修水利，扩展交通。特别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给小农的个

体生产提供了一个有利环境。自进入封建社会以来，这样的有利环境是少有的。前乎唐朝，

只有西汉初期的那几十年才可比拟。而贾谊痛哭流涕所求之不得的长治久安局面，恐怕也

只有唐代这个时期庶几近之。当然，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要户户农民免于贫贱是不可能

的。即令是贞观年间，也有若干农民还处于困境。但就整个时代、整个社会而言，这个时

期的历史环境，应该说比之其他时期，确实是好得多的。

因为这样，所以这时出现了 “耕者益力”的现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改进了③，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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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均田制的北魏就规定：“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

（见 《魏书·食货志》）唐朝因仍不改。

《唐六典·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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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产量提高了①，特别是从一年一熟的一作制进步到了二作制，更有重大意义。两税法之所

以 “夏秋两征之”，就是由于二作制在主要经济区已普遍推广的缘故②。均田令区别狭乡宽

乡的授田规定，鼓励相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乐迁”宽乡。这无异移民垦荒，当然导致耕

地面积的拓展。当时人指出，开元、天宝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③，可见

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当高。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可惜现在已无法确言那时的耕地总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究竟各增加若干。近人或据国

家租税的收入，或据私人诗文的描述，指出那时的发展概况。但更有参证价值的是经济作

物的大量栽培，特别是茶这样的经济作物的栽培。

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

盛却是唐代的事情。前人以为，唐代饮茶之风始盛，所以引起茶的广泛种植。这种说法是

倒果为因的。诚然，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但生产毕竟是消费的前提。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

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

我们在当今的产茶区还可以看到，茶的生产和粮食作物的生产有矛盾。它向粮食作物争土

地、争肥料、争节令、争人手。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

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据陆羽 《茶经》，唐朝肃、代之际，产

茶地区已扩及十道中的八道，多至四十余州。又据 《旧唐书·食货志》，到德宗之世，茶税

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唐朝前期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多么

大的变化。除茶之外，其他经济作物如蚕桑生产的大量增加，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状况，不

过不若异军特起的茶叶那样令人注目。可以说，茶叶的兴起和二作制的普及，在我国农业

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④。这个生产部门发展了，别的生产部门才

能发展起来，因为别的生产部门有待于农业提供粮食、原料和劳动人手。唐代农业既有上

述的巨大进步，手工业和商业等部门当然随而繁荣起来。手工业这个部门，从战国以来的

状况看，可大体为三类：一是官府手工业，二是家庭手工业，三是独立手工业。唐代初期，

按三者比例而言，以前二者为最盛，后者尚微。到中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一

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独立手工业发达起来了。与此同时，家庭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惟官

府手工业墨守成规，发展不大。现代许多关于唐史的论著都对这时期的手工业投以很大注

意，但很少对这三种手工业分别论列。如范著 《中国通史简编》 （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

特立 “私营手工业”一目，但也未将家庭手工业和独立手工业分开。不过其中所举九种行

业，什九应属独立手工业，如制瓷，如冶炼，如造船，都不是农村家庭手工业所能办；绫

绢织刺绣的精致，也非农村家庭妇女所可制作。当然这九种也只是荦荦大者，实际不止

这些。单是冶炼，便可以分为若干种；其他还有建筑、雕塑、绘画、木作、石作、交通运

输、制革、鞍鞯、酿酒、制茶、烹饪、笔墨砚、服饰，以至伐薪烧炭等。当时有所谓一百

二十行、二百四十行之说，其中主要属手工业，可见其盛。应该着重指出，这些手工业之

所以称为 “独立”，主要是说它已经专业化，与农业相分离，摆脱了家庭副业的从属地位。

因此这种手工业的发达使工农业之间的社会分工扩大，鲜明地显示出封建经济的一大进步。

·４·

李埏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①

②

③

④

参看余也非 《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载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李伯重同志为本文作者提供此说，文长不具录。

《元次山集》卷７《问进士》。
恩格斯语，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５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农业相分离，专业化的官府手工业，当然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但它和独立手工业

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它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它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来自官府的

贡赋，并不取给于市场；它的产品直接进入贵族的消费过程，也不投入市场。它和市场很

少联系，对交换的发展不起多大作用。《唐六典》等唐代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官府手工业的

组织结构、内部分工、工匠管理等各种状况，但一点也看不到它和市场的联系。独立手工

业则不然，它不属官府，它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劳动力，不能用经济外的强制手段

去取得，而只能通过市场去购买。农村提供它的粮食、原料等，是作为商品售与它的。它

自己的产品也是商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直接间接和农村进行交换。因此，这种手

工业和市场的关系，犹如鱼和水的关系一样，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和官府手工业大不相侔。

马克思说：“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① 上述的独

立手工业正是这样，它纯属商品生产。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学者们常称的定州何明远；

一是我曾谈过的白诗 《卖炭翁》。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而又不隶少府、将作监。那么他

干什么呢？当然是商品生产。像这般规模的生产作坊，在那时还是稀见的，勿怪乎他引人

注意，被记载下来。卖炭翁是一个手上支锅，贫而无告的人。他 “伐薪烧炭南山中”，只是

为了 “身上衣裳口中食”。不过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却完全属于商品生产性质 （在当时，

和他相类的人是习见的，因而墨客骚人们不屑措意。若不是偶逢深深同情苦难人民的伟大

诗人，他的形象以及他的经济状况，就会像天街上的落叶一样湮没无闻了），他与何明远，

贫富悬绝，阶级关系是对立的，但作为商品生产者，却是一致的。

陈寅恪先生笺证白诗，以 《顺宗实录》中所记农夫卖柴事注释 《卖炭翁》这首诗。两

事无独有偶，若合符节。但从经济的角度看去，二人还不尽相同。卖炭翁是完全脱离了农

业生产的独立手工业工人，一个小商品生产者；而卖柴农夫则尚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卖

柴乃是他的副业。因此，和市场的关系，前者是更深入一层的。不过，农夫而入城卖柴也

有其重要含义。它表明农业生产者已部分地卷进了市场关系，兼营小商品生产。“在真正的

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

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② 我们在这里以卖柴农夫为例，假

若进入流通过程的只是他那驮柴，那是小到可以不计的；但是，假若我们的视野随着这个

农夫而展开，就能见到进入流通过程的农产品还有米、麦、丝、麻、布、帛、竹、木，以

至家禽、家畜之类，那就颇为可观了。幽州市中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肉行、

丝绵行等③，其所售卖，当然都是来自农村的农副产品。至于茶漆等经济作物的产品，商品

性更强，无疑大都进入流通过程。《封氏闻见记》（卷六）说，开元以后 “自邹鲁沧棣至京

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

山积，色额甚多”。可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农业中的商品生产部分是大大增加了。

这样就必然相应地引起市场的扩大和商业的繁盛，因为商品生产的天职是交换；不交

换，它的产品便不成其为商品，便没有生产的意义。怎样交换呢？到市场上去。卖炭翁和

卖柴农夫都不能不到市场上去，不然他们的产品便不能卖出，他们的衣食生活资料也便无

法购买。卖炭翁和卖柴农夫是这样，市肆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村中兼营商品生产的人也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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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当然，卖炭翁和卖柴农夫的交换方式是最简单的。他们的产品一经易手，就进入消

费过程；反过来，他们买的斗粟尺布也是一样。在这种交换方式中，买卖两极面对面地出

现在市场上，用不着什么人厕身其间为之媒介，商业几乎无存在余地。但是，早在唐代以

前，交换已远远不能局限于这狭小的方式了。到唐代，像茶叶这种商品，产地在川蜀江淮，

而销售却远及北国、吐蕃、塞外，没有商业的中介便无法流通。试想，一家一户的个体小

农，生产出一箩一筐茶叶，怎么能自行运到远方消费者那里去呢？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

也同样。他们都是小生产者，本小而利微，不惟无力自致产品于远方，也无法到异州异域

去采办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城乡，要使商品生产继续下去，就得通过市场，仰赖商

业；而市场和商业，也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唐宋市场发展的状况，可以从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分别观察。先从农业方面谈起。

加藤繁博士曾对唐、宋的市场和商业作了许多研究。他首次提出草市、墟市、镇市

……并加以考索①。这确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课题，值得探讨。我认为，像草市、墟市这类初

级市场，不是唐宋才有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只要生产力带上个体性质，个体经济

初有发展之后，就可能出现了。我国古代 “日中为市”之说，应该就是它的先河。不过，

直到唐、宋时期，这种市场才多见于载籍，则说明它此时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市场主要是

适应小商品生产者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小生产者交换矛盾的产物。小商品生

产要求交换，但小生产的特点———细碎性和分散性———限制了它的活动范围，这就形成一

种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不期然而然地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进行交换，于是就

出现了这样一些集市 （这种集市所及的范围，一般地说是以一天徒步往返的距离为半径的。

半日来，半日去，因而为市必在日中。这种状况，古代然，近代犹然）。

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这种集市逐渐增多。可是假若在这种集市上，只有附近的小

生产者彼此进行交换，对以外的世界并无什么联系，那么，它不过是些孤立的点，还没有

很大意义。反之，假如它和外界有了较密切的联系，它的商品能由此进入外界的商品流通，

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唐代中叶以降，在江南、西川等最发达的经济区内，

这种与外界商品流通有联系的集市已经不少。联系是依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的。一些在异地

拥有市场的商品，例如茶叶、绢帛、粮食等，一筐一匹地从个体小农的手中投入草市、墟

市，经小商小贩之手，辗转运到某些集散中心，然后再由富商巨贾贩运到更辽远的地方，

当时的集散中心多在水陆商道所经的地方，典型的例证如浮梁。 《元和郡县图志》 （卷二

八）载，浮梁 “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这些茶叶当然不是浮梁一地出产的。

浮梁原不过饶州的一县，如此巨大数量的茶叶只能是由邻近州县的草市、墟市收集搬运而

来。很明显，它因位于水运商道之上，居于茶叶产区之中，才蔚然成为一个集散中心。这

种集散中心 （茶叶的或其他货物的）通过水陆商道和更大的集散中心联系起来。白居易

《琵琶行》有句说：“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这个商人能携带一个善弹琵琶

的 “京城女”到浔阳江头，可知他是一个往来南北、经营茶叶生意的富商。他将浮梁的茶

叶贩运到长安，这就把两地联系起来。类似的贩运贸易不少，有的贩运布帛，有的贩运粮

食……

手工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途程比农产品要略短一些，因为农业生产必须使生产者和土地

结合起来，或者说农民必须乡居地著，附着在土地上，所以它分散性很强，无法克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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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有所不同。它的生产者可以背军离镇，转徙他乡。而且由于它纯粹是商品生产，

要求尽可能接近市场，因此，在农村，是市场去相就产品，出现了草市、墟市；而在城市，

则是产品去相就市场，出现了行肆邸店。当然，那时手工业者也都是小生产者，不可能任

意东西，像近代社会的雇佣工人那样。同时，特殊原料产地和特殊原料形成的特殊生产技

能，以及市场的容量和市场的竞争等，也限制了他们的去就。但是，他们毕竟是进入了市

廛了，分布于大小城镇中。在大都会里，各行各业的产品可以直接卖给达官贵人或出口商

贾；在小城镇中的，则同茶叶布帛米麦一样，要经过那么些转运过程。有的循水道，有的

循陆路，分别辐辏于长安、洛阳、扬、益、闽、广等大都名城，所以在主要的水陆商道上，

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忙景象。

唐崔融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

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① 杜佑说： “东至宋汴，

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

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② 这些叙述，不但描绘了

主干商道上的图景，而且反映出商业网已经达于各主要经济区，全国性的市场已经形成了

（当然，这个商业网还是漫画式的。全国性市场也还处于它的幼年阶段）。

二、唐代后期的商品流通和货币问题

现在，让我们进而论述一下唐代后期的货币问题。

既然唐代前期生产那样发展，中叶商业贸易那样活泼，那么流通手段有没有什么变化？

货币是不是也相应地发展了？十余年前，我曾对唐代货币略陈所见，认为唐代还存在钱帛

兼行的现象：前期，绢帛占优势；中叶以后，铜钱日益排挤绢帛，逐步从城市扩张渗入农

村。还指出，金银这时还没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不成为货币。论证具见拙作 《略论唐代的

“钱帛兼行”》一文③。现在要更加申论的是，铜钱之排挤绢帛乃是上述小商品生产及交换

增多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飞钱、便换、楮币等出现的基本原因。

铜钱是单位很小的贱金属铸币，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细碎性，这和小生产的特征恰

相一致。这不是巧合，是适应于小生产者的交换而产生的。或者径直地说，它就是小生产

者的货币。历史地看，小生产者并不一定需要铜钱作货币，倒是铜钱作为货币必需小生产

者。因此，铜钱的发展史应该从小生产的变化、小生产者的状况中去加以说明。

唐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可是小生产者的景况却日益恶化。尤其是自耕小

农的处境更是江河日下，均田制破坏了，土地在迅速集中。越来越多的小农，失去了生产

资料，被抛掷出来。他们背军离镇，“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这不是很矛盾吗？是矛盾的，

但完全合乎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说：商业 “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

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④。

恩格斯还说过，“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⑤。唐代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达，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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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兴起一阵阵地癖、绢癖、钱癖之风。土地占有状况急遽改变，自耕小农大为减少，社

会逐渐动荡起来，大唐帝国因此由盛转衰。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达，

反而使它更加兴盛，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因为破产的农民，大量涌入市场，一切贫困的

小生产者，更加紧迫地要求货币，进行交换。这样，商品货币关系越来越扩大，结果就出

现了世变日亟、前所未睹的现象。

大致说来，当时一个农民破产了，就像一下子被推到十字街头，面前摆着四条出路：

第一条通向地主田庄，去做浮客、佃户或雇农；第二条通向城市和商道，去做手工业工人、

运输工人……乃至酒保、茶博士之类；第三条通向兵营，去应募充当士卒；第四条通向革

命，去参加武装斗争。此外还有别的去路吗？没有了。这四条去路中，从我们今天的阶级

观点看去，当然第四条革命道路最值得向往。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时所指

出的，要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并不容易。因之，在大起义条件成熟以前，不可能有很多农民

走这条路。多数破产农民走的是第一条路，即转变为佃农、雇农。这时庶族地主普遍发展

（所谓庶族地主，质言之，就是没有封建特权的地主。没有特权，不能 “抑良为贱”，农民

因能在被迫接受剥削之时保有 “良人”身份，成为佃农、雇农）。地主之类乘农民之急，

放高利贷，典田买地。逐渐贫困的农民，早已套上他们的经济锁链，再往下一滑，就成为

他们的佃客了。走这条路的破产农民是最多的。其次是通向城市商道的道路。这条路，以

前是很狭隘的，如今由于工商业的繁盛，足以容纳许多破产农民。农民迫不得已，只好

“舍本逐末”，到这条路上谋求生存。可是这条路同样充满艰难和辛酸，并不比佃农那条路

平坦。能够获得一技之长，列于行肆之间，那就是他们的天堂了。多数是胼手胝足，奔走

骇汗，为商人等寄生阶级佣工服役。至于第三条应募当兵的路，因募兵成分复杂，纨绔子

弟、市井无赖，已为数不少，破产农民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募兵制下的军队不事生产，专

靠赋税养活，与市场关系不紧密，但是在战祸频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士卒，生活也并不

美妙。总之，这些道路上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无法摆脱贫困，其能免于冻馁，就可算幸

运了。然而，正是由于贫困，他们不能不和市场相联系。从乡村的草市、墟市到长安的西

市、东市，他们往来如织，给市场增添了一派繁忙景象。

概括地讲，在唐、宋那样的时代中，人们和市场联系的疏密程度是与他们的等级地位

成反比的。勋戚贵胄和达官显宦之类，地位高、特权重，没有市场也能一样豪华地生活；

而上述那些贫困的人们却离不开市场，不进行交换便无法度日。我曾计算过，唐时一个手

工业工人一天所能创造的价值，平均是三尺绢。按 “开元盛世”的物价，三尺绢折合十五

文钱，只够这个工人及其父母妻子一天的糊口之资。以这样微薄的收入，供油盐柴米的消

费之用，自非零碎使用不可。这种情况对农村也大致相若。请看，那个卖柴农夫说的：“我

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可知他是一个缺粮户，必得向市场上谋求补充。类此者当不在

少。即令是景况较好的农民，有茶漆竹木、丝麻布帛之类的农副产品可卖，但每人能投入

市场的也只是 “端匹斤两之物”。草市、墟市上商品种类是增加了，但仍细碎如故，所以也

需要铜钱。同时，铜钱流通的地域也空前扩张了。长庆元年 （８２１）户部尚书杨於陵指出：
铜钱 “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说： “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

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① 可见此时，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原到边裔，

四处已有铜钱流布。正是这个前提条件，使 “以钱谷定税” “以钱为赋”的两税法能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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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食货志》。《资治通鉴》系此事于长庆元年。



生和施行。此法一行，岁敛钱达三千余万缗之巨①。这一方面证明聚敛之酷，另一方面也可

见铜钱流通之广。租庸调是一钱不征的，两税法则非钱不行 （即令只是以钱定税，折供杂

物，也有赖于铜钱流通），这是很大的变化。马端临把杨炎与商鞅并称②，颇有见地。不过，

他们的变革都只是服从各自时代的经济条件，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两税法施行后出现了普遍钱荒的现象。当时反对变法的人们都以之为口实攻击两税法，

说是征钱所致。诚然，两税法征钱能使通货紧缩；但国家财政支绌，所征钱旋入而旋出，

为什么长期闹钱荒呢？而且据 《新唐书·食货志》所记，由于 “货轻钱重③，贞元初乃计

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可见两税制的实行并非钱荒的惟一原因。两税施

行后四十年，钱荒依然，唐穆宗 “召百官议革其弊”。户部尚书杨於陵的议论，最值得注

意。今移录如下：

王者制钱，以通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

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

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含，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

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

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

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

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

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

这番话说得很全面，各种原因都列举了，只是没有谈及交换的发展。当然这是不应苛

求于他的。他把 “闾井送终之含”和其他原因相提并论，未免有点不侔。又说国家 “减炉

以废功”，而没有说到私铸盗铸却并不减炉废功，也似乎片面。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昔行

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淄青太原魏博岭南 “今一用泉货”最为重要，这在上面已经

提及。现在要略谈一下 “商贾贷举之积”这个问题。早在元和年间，朝廷已感到问题严重，

因此曾一再采取对策。三年六月，宪宗发布诏书说：“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

货当益贱。故藏钱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

资流布。……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诏书还预告：周岁后，

要 “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事实证明，这个诏令不过是一道具文。到了十二年，因为

“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又出敕：“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低，并郡公、县主、

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超过部分，

“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若处置未了，可展限到两个月。限满剩贮钱纳官，违犯者重

惩。《旧唐书·食货志》记其施行情况说： “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

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值。而

高资大贾者，多倚依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大和四年，重申此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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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间天下 “租钱二百余万缗”。两税法行后， “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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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衲本及中华校点本 《新唐书·食货志》均作 “货重钱轻”。据下文，可知轻重二字系例置，今

乙之。同卷又云：“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可证。



仍然是 “事竟不行”。从这类记载看来，从贵戚、宦官、军阀、重臣以至商旅坊寺等等，无

不疯狂地追逐铜钱。铜钱从未曾有这么大的魅力，以后也没有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

铜钱的编年史上，这是它最能眩惑世人的一章。

这些人积贮大量的铜钱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癖好，而是要因时乘利，投入市场。

使之转化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所谓 “商贾贷举之积”，就是这个意思。唐代后期的商

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非常活跃的，它加剧钱荒，而钱荒又使它更为活跃。因此在钱荒剧

烈期间，它就像一股汹涌的浊流，把许多仕宦之家都卷了进去。最初还是一些低级官吏，

到后来，连公主、勋贵、中使、方镇都卷入了。唐廷曾为此多次发布敕令，加以禁止。

例如：

开元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敕：“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

并宜禁断。”（《唐会要》卷８８）
开元二十九年：“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玄宗纪》）

天宝九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寮，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

剥黎庶。自今已后，更有此色，并追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先解见任，物仍纳

官，有剩利者，准法处分。”（《唐会要》卷６９）
大历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

贸易者，罢之。”（《唐会要》卷８６）①

会昌五年，加尊号郊天敕文：“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

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今日以后禁断，仍委御史察访闻奏。”（《全唐文》卷７８）

这类敕令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不惟腐朽的朝廷无力约束权势之家，而且宫廷本

身就与人为市。如深为人所诟病的 “宫市”，即其典型事例。虽然在 “白望”豪夺之下，

已经不像一个商品交换的市场，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市场。那 “黄衣使者白衫儿”，总得还做

点样子，把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请注意：卖炭翁要的是钱！）为宫市

辩护的户部侍郎苏弁对德宗说： “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

德宗信以为然，遂不听罢宫市之请。平情而论，宫市之弊在于 “白望”掠夺，不在于市。

说有那么多 “无土著”的人家 “仰宫市取给”，可能有所夸大，但不能全属虚构。如此说

来，市场关系不独已伸进贵臣勋戚之家，而且在叩击高峻的宫墙了。

由此可见，此时的唐朝，不论朝野上下都或多或少地和市场发生了一定的关系。“朝野

衣冠”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作 “铜臭”，因为在市场上，铜钱不管从官炉或私炉出来，确乎

是没有臭味的。

前面说过，唐中叶后商业资本已经很活跃，接着再纳入这些 “官僚资本”，其势自然就

更猖獗了。商业资本的天赋本性是喜动不喜静；它的化身铜钱是最不甘寂寞的，它要在川

流不息的流通过程中增殖自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活动的最佳途径就是长途贩运贸

易。不说自明，在如此广阔的国度里，各地出产的商品，种类不一，远距离的交换易于欺

骗，易于居奇，是大利所在，但只有财力雄厚的商贾才能办到。这就要求根据市场商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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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续云：“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肆置

邸，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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